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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年间侵贪问题研究

郭成康　　郑宝凤

乾隆中期以后，国势从鼎盛转入中衰，由官吏侵贪而导致吏

治迅速腐败是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原因。在清代法律术语中，“侵”

指官吏侵盗国家钱粮，“贪”则指官吏收受、索要下属或部民财物。

乾隆帝在谕旨中曾把侵、贪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界定：“渔利于民者，
， 如果与现代贪也；蠹蚀于官者，侵也。 刑法加以比附的话，

“侵”略同于贪污罪，而“贪”则略同于受贿罪。乾隆年间惩贪之

严峻，为论者所公认，而其时贪风之炽烈，是后世也不加讳饰的

事实。同、光时人薛福成说过：“高宗英明，执法未尝不严。当时

督抚如国泰、王亶望、陈辉祖、福崧、伍拉纳、浦霖之伦，赃款

累累，屡兴大狱。侵亏公帑，钞没资产，动至数十百万之多，为

他代所罕睹。⋯⋯然诛殛愈众，而贪风愈甚。或且惴惴焉惧罹法

网，惟益图攘夺刻剥，多行贿赂，隐为自全之地。非其时人性独

贪也，盖有在内隐为驱迫 章学诚也痛感吏治，使不得不贪也。”

的败坏有不得不然的趋势，他在嘉庆帝亲政之初上书指出：“天下

之患，莫患于知其不可，而群趋 章学诚和薛于不得不然之势。”

福成二人，一先一后，都以为乾隆年间吏治败坏、官吏婪赃不应

①《清高宗实录》，中华 页。书局影印本，卷三五一，

②《庸庵笔记》， 页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

③《章学诚遗书》 页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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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咎于人的本性，而必须从社会环境的客观方面去探讨其不得不

然的原因。应该说，他们的看法代表了那一时代有识之士的普遍

认识。乾隆年间的侵贪问题极其复杂，的确不宜加以简单化、绝

对化的评议。本文试图从立法执法、廉俸制度、社会风气、官吏

心态、政治体制等方面，联系乾隆中期以后诸秕政，对这一问题

进行综合性研究，从而揭示出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中国古代

普遍存在的侵贪痼弊所具有的特殊表现形态，及其深刻的社会根

源，以期对进一步了解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和中国传统社会末

世的状况有所裨益。

一

乾隆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，周甲内禅后又以太上皇名

义“训政”三年多一点时间，其执政之久，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绝后

的。被史家艳称的“康乾盛世”正是在他的统治下才达到了顶峰。

后世訾议乾隆朝的贪污成风、贿赂公行，并非指整个乾隆时期，而

是以乾隆中期为转折点，特别是乾隆统治的最后二十年，才出现

了贪风大炽、有严刑峻法所不可遏止之势。

其实，乾隆中期以后吏治的迅速腐败在当时已成为有胆识者

深为忧虑的严重问题。第一个挺身而出揭露出盛世外衣掩盖下的

种种黑暗现象、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尹壮图。尹壮图官内阁学士，

乾隆五十五年（公元 年）在往返京师与原籍时几乎遍历中国

最重要的省分，随后他向皇帝奏称“：各督抚声名狼藉，吏治废弛，

经过各省地方，体察官吏贤否，商民半皆蹙额兴叹。各省风气，大

抵皆然。” 在奏折中，尹壮图指出所经各省是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

湖广、江苏、浙江、广西、贵州和云南，占当时直隶各省一半以

①《清高宗实录》 页。，卷一三六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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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这桩因尹壮图直言引起的大案的结局是以其自认“愚谬妄

谈”而从宽免死。但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在向本国发回的情

报中则毫不隐晦地指出了当时种种弊端：“大抵为官长者，廉耻都

丧，货利是趋，知县厚馈知府，知府善事权要，上下相蒙，曲加

庇 年 ） “，阁老护，故恣行不法之事”（乾隆五十五年，公元

和珅，用事将二十年，威福由己，贪黩日甚，内而公卿，外而藩

阃，皆出其门。纳赂谄附者，多得清要。中立不倚者，如非抵罪，

亦必潦倒 年）乾隆五十九年，公元 “，近来彼中法纲多紊，

贿赂成习，贡献无度”，“阁老和珅权势隆盛，货赂公行，庶官皆

有定价”（乾隆 年）六十年，公元 。

迨至乾隆崩逝，嘉庆亲政，言路稍稍放宽，翰林院编修洪亮

吉奏陈乾隆季年弊政最为激切：“十余年来，督、抚、藩、臬之贪

欺害政，比比皆是。⋯⋯出巡则有站规、有门包，常时则有节礼、

生日礼，按年则又有帮费。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，尚未在此数

也。以上诸项，无不取之于州县，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。钱粮糟

米，前数年尚不过加倍，近则加倍不止。督、抚、藩、臬以及所

属之道、府，无不明知故纵，否则门包、站规、节礼、生日礼、帮

费无所出也。州县明言于人曰：‘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，实层层

衙门用度，日甚一日，年甚一年。’究之州县，亦恃督、抚、藩、

臬、道、府之威势以取于民，上司得其半，州县之入己者亦半。初

行尚有畏忌，至一年二年，则成为旧例，牢不可破矣。诉之督、抚、

洪亮吉而外，以布衣言事的藩、臬、道、府，皆不问也。” 章学

诚批评乾隆季年吏治也极为犀利：“自乾隆四十五年（公元

年）而往，和珅用事几年）以来，迄于嘉庆三年（公元 三十

① 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，

册，② 同 页。上书，

③ 同上书 册， 页。，

《清史稿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

册， 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

册， 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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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上下相蒙，惟事婪赃渎货，始如蚕食，渐至鲸吞，初以千百

计者，俄而非万不交注矣，俄而万且以数计矣，俄以数十万计，或

以百万计矣。一时不能猝办，率由藩库代支，州县徐括民财归款。

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，视万金呈纳，不过同于壶箪馈问，属吏

迎合，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，不能博其一欢。官场如此，日甚一

日。则今之盈千百万，所以干而竭者，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。” 嘉

庆初政，不无除旧布新之志，其时抨击乾隆中期以后诸秕政者不

可胜数，但洪亮吉、章学诚所论最为深刻，也最具代表性。

尹壮图、洪亮吉和章学诚无疑是乾嘉之际最有骨气，也最敢

讲话的一批有识之士。他们以当世人论当世事，尽管有种种局限，

但对今天研究乾隆年间的侵贪问题则极有启发。如果将他们三人

及朝鲜使臣的看法作一归纳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说，朝中权要和珅、

贪墨大吏，和州县牧令上下勾结，朋比为奸，导致了乾隆中期以

后吏治的败坏。下面，就从他们的论述出发，深入地探讨当时贪

污、贿赂呈现的特殊性。

首先，侵贪由个别犯罪向集团化犯罪恶性发展。

从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（公元 年）共查处了

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大案、乌鲁木齐等处官员冒销帑银案、山

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 望赀财私行抽换案和江西巡抚、查抄王

郝硕勒派属员案五件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。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

年）夏败露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大案为首者是原任甘肃

布政使、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，陕甘总督勒尔锦，以及现任甘肃

布政使王廷赞；甘肃通省官员，即自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

年）恢复捐监旧例至案发历任两司、道、府、州、县一百余员全

部染指其间；而这一骇人听闻奇贪大案的后台则是京中权要

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；至乾隆四十七年（ 年）公元

《章学诚 页。遗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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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审办结此案，总计陆续正法五十六员，免死发遣者四十六犯，其

他判处徒、流，以及革职者更不暇细说了，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

年）甘省大计之典被迫停止①；最令人不解的是，甘肃全省

官员上下相蒙、相沿作弊，六七年间竟无一人挺身举发，最后要

年）山东巡乾隆帝亲自揭开盖子。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 抚国

泰贪纵营私案，自藩司于易简以下全省官员迫于国泰勒索多馈送

金银或玉器古玩，以致乾隆帝“以人数众多”而免其深究②。同年

还有乌鲁木齐等处官员冒销帑银案，乌鲁木齐都统下辖镇西府的

宜禾县、奇台县，迪化直隶州的阜康、昌吉、玛纳斯县，自迪化

州知州木和伦以下， 丞等几乎全部借部拨购粮价与各县知县、县

当地谷价之差而冒销帑银，作为这一贪污集团保护伞的是乌鲁木

齐都统索诺穆策凌，曾任奇台知县和宜禾知县瑚图里侵蚀银十余

万两，馈送索诺穆策凌银五千五百两及贵重皮张等原迪化知州德

平贪污采买粮价银一万余两，“送过索都统黑狐皮四张、黑骨种羊

皮二百张、金如意一柄重四十两、金手镯铃铛等物共重十数两，又

。作为甘肃通省官员陆续送过银一千一二百两” 冒赈婪赃大案的

案中案，查抄王亶望赀财私行抽换案是乾隆四十七年（公元

年）初败露的，以闽浙总督陈辉祖为首，藩、臬两司以及仁和、钱

塘二首县的知县通同作弊，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，以银易金，在

审办、此案过程中，陈辉祖又供出“河南藩司李承邺自山西臬司任

内，数年以来陆续寄送金仙人、金台、金杯等物约一百余两；湖

北道张廷化于去年寄送金四十两；武黄道周曰潢于四十三年（公

年）送金一元 百两；上年我到浙江时，噶尔弼善送我金子四

①台湾故宫博物院：《宫中档乾隆朝 辑， 页，李侍尧折奏：奏折》，

“查甘省道府直隶州暨各厅州县、州同、 丞俱于滥行出结捏灾冒赈案内革职治罪，县

⋯⋯仰恳圣恩将此大计免其举行。”朱批：“该部知道。”

《 册乾隆 ， 页朝上谕档》， 北京，档案出版社，

册 页③同上书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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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两；去年冬间巴国柱因病回籍，送过金子二百两；湖北蒲圻县

年）送何光晟于四十三年（公元 过金子六十两；此外，惟陈

淮曾代办金如意等物” 。乾隆四十九年（公元 年）江西巡抚

郝硕婪索属员一案，同样是司道以下通省官员无一不贿求赂谢的，

除藩、臬两司等大员发往军台效力之外，其他以顾葵为首的七十

一员只好“免其革任”，照“国泰案内议罪之案”分等议罚②，其

中“送银二千两者一员，一千两以上共十九员，八百两以上者共

九员，六百两以上者共三员，四百两以上者共三十员，二百两以

上者共九员” 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乾隆中期以前，以督抚大吏为首的贪贿大案

并非没有，乾隆二 年）云贵总督恒文借办贡勒十二年（公元

索属员案即著名一例。但像上述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等五例大

案要案那样，一旦败露，下辖数十员乃至一百数十员属吏就几乎

全部触犯法禁，而且在短短的一两年间，骇人听闻的集团性贪污

大案接踵而发，这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新动向。

其次，伴随着集团性贪污贿赂的恶性发展，出现了全国性的

亏空问题。

康熙末年，吏治废弛，上自部库通仓，下至州县仓库，普遍

存在亏空之弊，经雍正帝大力振刷，整饬官方，清厘弥补，库储

大为充实。迨至乾隆帝临御天下，很长时期内，未尝没有亏空、挪

移之弊，未尝没有惩治亏空的大案，但总的说来，亏空还未发展

成为严重的财政和社会问题。但乾隆中期以后，几乎每查办一个

以督抚为首的贪贿大案，即必有一番查办该省通省亏空之案。而

只要查办州县亏空，则往往该省督抚便难逃法网。亦可以说，只

要从认真查办亏空入手，便可以彻底揭开整个官场贪贿腐败的盖

①《乾隆 册， 页。朝上谕档》，

②《 册，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， 页； 页。辑， 《乾隆朝上谕档》

③《乾隆朝上 册，谕档》，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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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。所以，包括乾隆帝在内，几乎谁都不敢，也不情愿捅开这最

脆弱、最黑暗的要害部位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 年）山东巡抚国泰婪赃案和乾隆六

十年（公元 年）闽浙总督伍拉纳、福建巡抚浦霖案的败露，

都是从被迫查办亏空开始的，结果山东“通省各州县亏空库项竟

，而福建则亏空银二百五十万两以有二百万两之多” 上，仅省城

两厅两县即亏空银七万八千余两、谷五万三千余石②。仓库亏空如

此严重，督抚并非不知情，福建藩司伊辙布早经禀过总督伍拉纳，

伍拉纳命其“止开报 ，不缺谷六十四万余石，缺银三十六万余两”

及实亏的十分之二。如果不是福州将军魁伦密奏“风闻各州县仓

储大半多非实贮”，福建通省亏空及伍拉纳、浦霖纳贿之事可能永

远不会暴露。

婪赃而甘肃通省亏空则由查办王 望为首的通省官员冒

起，经查明“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短仓库确数共少银八十八万

八千九百九十余两，又亏空仓粮七十四万一百一十余石，及草束

四 。乾隆四十八年（公元百五万一千有零” 年）查出浙江亏

空银一百三十万余两也是因王亶望曾任该省巡抚、陈辉祖以闽浙

总督兼浙江巡抚而起⑤。其他各省亏空实数虽不得而知，但仓库亏

短则程度不同地存在。嘉庆帝亲政后对这个烂摊子也束手无策，既

不敢彻底清查，也不敢催迫弥补，只能定限勒交“，徐徐办理”，他

自我解嘲说：“培养元气，胜于仓库实贮，奚啻万倍！”

当然，亏空是相当复杂的问题。各省情况不同，致亏原因也

①《清高宗实录》 页。，卷一一六

②参见《史料旬刊》，北平故宫博物 册，地院文献馆本，

③《史料旬刊》， 册，地 。

④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， 辑， 页。

册⑤参见《清史列传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 ， 页。

《清仁宗实录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卷四一， 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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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别；即便同一省，各州县致亏的原因也不尽相同；以同一州县

而论，牧令主观条件的不同，也往往有亏与不亏，多亏与少亏之

分。但就当时人们的看法来讲，则以为亏空与官场中无所不在的

贿赂关系最大。乾嘉之际累任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的王杰有一段议

论很中肯，他说：“臣未通籍以前（按王杰乾隆二十六年即公元

年进士及第），州县交代闲杂款项，偶短二三百金，不但不敢

闻于上司，并不敢闻于僚友。其时上司亦皆廉洁公正，题升调补，

无可营求，即无所谓 送，州县食其廉俸，自可宽裕，无所谓亏

空之说。迨乾隆四十年（公元 年）以后，有擅作威福者，箝

制中外，封圻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，而费无所出，遂以缺分之

送之外，上下又复繁简，分贿赂之等差， 肥己，久之习以为常。

要之，此等赃私，初非州县家财也，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，而上

已甘其饵，明知之而不能顾问，喜其殷勤也，有过体恤之，惧其

讦发也，究至于反受挟制而无可如何。间有初任人员，天良未泯，

小心畏咎，不肯接收，上司转为之说合，懦者千方抑勒，强者百

计调停，务使其虚出通关而后已。一县如此，通省皆然，一省如

此，天下皆然。于是大县有亏至十余万者，一遇奏销，横征暴敛，

挪新掩旧，小民困于追呼，而莫之或恤，靡然从风，恬不为怪。至

于名为设法弥补，而弥补无期，清查之数，一次多于一次，完缴

之银一限不如一限，辗转相蒙，年复 ①一年，臣不知其究竟

诚如王杰所言，乾隆中期以后各省、各县普遍存在的亏空其

严重性在于“靡然成风，恬不为怪”，而更有甚者，竟出现本无亏

空还要做亏空的怪事。嘉庆帝在亲政之初特谕各省督抚，说昔之

州县亏空，不畏上司盘查，而畏后任接手，上司盘查，可以挪东

补西，蒙混过关，后任接手，则自顾考成，无不悉心查核，但

①《清经世文编》，中 页，王杰《请核实亏空变通驿站华书局影印本，上册，

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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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近年则新旧交相联络，明目张胆，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，竟有

本无亏空，反从库中提出带去，名曰‘做亏空’，竟移交后任。后

任若不肯接收，则监收之员，两边说合，设立议单，其不肯说合

者，又令写具欠券，公同画押，以国家仓库作为交易，实属从来

州县仓库岂有不亏之未有之创举” 。没有亏空硬要“做亏空” 理？

之所以如此，从根本上讲，州县牧令与其上司府道、两司、督抚

以贿赂为粘合剂已牢固地结为一个俱荣俱损的利益整体，不败露

则已，一旦败露，则通省历任官员俱如覆巢之卵，无一能幸

免。

再次，与集团性贪污密切相关，乾隆中期以后贪贿赃款数额

惊人，前所罕见。

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案是借捏报赈恤贪污违例折收捐监银

望、王廷赞先后主持甘省捐监六七两的方式作弊，王 年间，每

年收捐监生三四万名上下，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②，每捐监

一名私收折色五十五两银，另收“公费银”四至六两③，共约银六

十两，以此推算，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（公元

年）案发，甘肃各州县总共折收捐监银两达一千八百万两以上，其

“大半归于冒销赈恤” ，数目当不少于银一千万两，大致相当于当

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。赃数如此巨大的贪污

案，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以致在查处此案的过程中，乾

隆帝一再慨叹此为“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！”在这一贪贿大案中，

各州县贪污、贿赂赃数亦十分惊人。原任平番知县何汝南四十、四

粮共十六万十一年两年内办灾，放过赈银、 三千余两，其中浮

开银五万余两，“前后被总督勒尔锦派买物件银六千余两，王亶望

①《清仁宗实录》，卷五七 页。

②参见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 册，

③参 辑，见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，

①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三五， 页。

页。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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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过银一万八千两，蒋全迪索过银五千余两” 。原任狄道州陈常

办赈申报需银三万九千两，王亶望、蒋全迪命虚报为六万二三千

两，浮开之银王亶望得一万二千两，蒋全迪得一万两；陈常在折

收捐监时，每名多收银十两，共浮收四万有余，“王亶望索去银一

万余两，蒋全迪索去银一万余两” 。通计此案，入己赃数在千两

至九万余两的州县官，除在监瘐毙之外，多达一百一十员，其中

婪赃二万两以上者二十人，这还不包括该案首犯王亶望、勒尔锦、

王廷赞及蒋全迪。

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数额之巨固为“从来未有之奇贪异

事”，但州县官员贪婪数万以至十数万、督抚受贿数十万以至数百

万，在乾隆中期以后并不罕见。乌鲁木齐地方官员冒销库帑案算

不上特大案件，知县瑚图里亏空库银九万两、侵蚀银三万三千余

两，知县窝什浑亏空银三万七千余两，贿赂都统索诺穆策凌等三

万一千余两③。该案贪污入己赃数在数千两至三万余两的州县官

员除瑚图里、窝什浑之外，还有德平等七员④。

督抚大吏在任期间收受各种形式的贿赂究竟有多少，这是无

法确切统计的，不过只要看他们巨额家赀也不难窥其大概。王亶
， ，这是抄没家产时金、银等总数，望“家赀至三百余万之多 无

法估值的古玩字画又不知凡几，且不去说他以“贡献”之名呈送

给皇上多少、捐助海塘工程多少，自己挥霍掉多少，仅以抄家时

的三百余万家赀而论，王亶望任浙江巡抚这个肥缺一百五十年的

廉俸亦不够（浙抚养廉银每年一万两，又兼管盐政，另增九千八

百两）。闽浙总督陈辉祖虽比不上王亶望婪赃之巨，但抄家时仅其

①《宫中 辑，档乾隆朝奏折》，

页②同上书， 辑， 。

③参见《清高宗实录》，卷一一五九， 页；卷一一六二，

④参见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 册， 页。

《清高宗实录》，卷一一六六， 页。

页。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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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所所藏金银，及各处营运银两、田房物件即约值银三十一万五

千余两，这还不包括本籍家产在内 。乾隆四十五年（公元

年）总督李侍尧婪赃案发“，籍其家，所蓄宝货，值九十万银”，这

还不包括其云贵总督任所的赀财 年）闽②。乾隆六十年（公元

浙总督伍拉纳、福建巡抚浦霖以纳贿俱被查抄家产，在浦霖原籍

家中查出白银二十八万余两，金锭、金器、珠玉、田房尚不在内③，

伍拉纳家产亦值“三四十万 。贪污、贿赂是个很难搞清的之多”

问题，但通过查抄家产即可知其大概，乾隆帝欲了解“督抚任内

是否尚能 ，一个重要手段即查抄被参劾婪赃官员的家产。谨饬”

上述王亶望等督抚家赀自数十万至数百万，充其量不过是其贪污、

索受贿得来赃款的一部分，据当时人的估测，“大抵（李）侍尧贪

赃中，五之三入于进贡” ，如这说法靠得住，贪墨大吏被籍没家

赀数至少要加倍才接近他任内婪赃入己之数。

督抚婪赃之巨已足人咋舌，而比起京中权要，不过是小巫见

大巫而已。于敏中长期担任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乾隆四十四年

年）病故，乾隆借故查其家赀，竟达二百万之巨，（公元 大
，怒道：“朕任敏中数十年，知其为廉直，安得有许 至于和多赀？

珅家产之巨，恐怕在中国古代堪称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据公布

和珅罪款的谕旨：“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，其大罪十七；

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，私库藏金六千余两，地窖内并有埋藏银

两百余万两，其大罪十八。” 仅就金、银来说，这也是大大缩小

参见 册，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 页。

册， 页②参见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， 。

③参 册，地见《史料旬刊》，

④参见《史 册，地料旬刊》，

⑤《史料旬刊》，地

《朝鲜李朝实录中 页册，的中国史料》

同上。

《史料旬刊 册，天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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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的数字。薛福成则记录了他寓目的“世俗传钞之本”《查抄和珅

住宅花园清单》，据该清单，和珅被抄家产“共有一百零九号，内

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”，“已估者二十六号，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

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” 。薛福成以为“私家记载颇资耳

食，难尽为凭”；不过，他又说：“此单传钞已旧，余所见数本大
，致相同，断非凭空捏造 。看来和珅家赀究为多少，恐怕是很难

搞清的一笔糊涂账。但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然过低。和珅正月初八

下刑部狱，籍家，七天后公布和珅罪款上谕，抄家当仍在继续，且

无暇对各项家产逐一估价，此其一；其二，仅就十七、十八款所

载金、银而言，也不够明白。朝鲜的《实录》记载了上述谕旨，写

得较为清晰，“家内银两及衣物等件，数逾千万，其大罪十七。且

有夹墙，藏金二万六千余两，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，其大

罪十八 ，可见正月十五日即查抄出了包括隐匿在夹墙、地窖中”

的金银千数百万两，此后可能陆续有所搜获，其家产中白银一项

在一二千万之谱似接近事实。至于古玩、玉器、字画等项虽价值

连城，但很难估值，而且当时例不估值，一概没入内务府。因此，

包括金银、古玩字画、田房当铺，以及其他贵重器物究竟价值多

少不能、也不必深求，如果能对其家产中金银数目有一个共识便

足以说明问题了。

像于敏中、和珅如此贪黩肥橐，在乾隆中期以前实在是闻所

未闻、见所未见的。长期入值军机处，与柄中枢者过从甚密的赵

翼记云：“往时，军机大臣罕有与督抚外吏相接者。前辈尝言张文

和公（廷玉）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，然门无竿牍， 礼有价值百

金者辄却之。讷公亲当今上初年，亦最蒙眷遇。然其人虽苛刻，而

① 页。《庸庵笔记》，

②同上。

③《朝 册，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，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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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庭峻绝，无有能干以私者。余入军机，已不及见二公。时傅文

忠（恒）为首揆，颇和易近情矣，然外吏莫能登其门，督抚皆平

交，不恃为奥援也。余在汪文端（由敦）第，凡书牍多为作答，见

湖抚陈文恭（宏谋）伴函不过僮锦二端。闽抚潘敏惠（思榘），公

节亦不过葛纱而已。⋯⋯是时风气如此。”同年也， 从乾隆初

政枢辅 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”，到和珅向下索贿，较为清廉，“

以二十万白银为少，张口便是四十万②，其三四十年间的演变确如

章学诚 千百计者，俄而非万不所言“：始如蚕食，渐至鲸吞，初以

交注矣，俄而万且以数计矣，俄以数十万计，或百万计矣。”

最后，陋规的泛滥成灾，亦是乾隆中期以后侵贪痼弊所呈现

的新特点。

所谓陋规，就字面上讲，是指衙门中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，举

凡地丁之外的“火耗”“、平余”，漕项之外的“漕规”“、斛面”，盐

课之外的“匣费”“、节规”，关税之外的“盈余”“、存剩”，此外

如督抚过境时的“站规”“、门包”，学政典试时的“棚规”“、红

案”，又有“舟车贴费”“、行市官价”“、冰敬炭敬”“、密赠别赠”、

“公费帮费”，地方衙门的“心红纸张”，中央部院的“部费”，以

至娼楼赌馆交到官府的“娼赌费”⋯⋯等等，等等，花样繁多，不

一而足，姑一言以蔽之曰“陋规”。其形式为法定赋税收入之外的

非法或半合法的黑色收入，故时人概括说：“国家律令无文，故曰

陋规”；究其实质，则是程度不同的需索与贿赂。

尽管如此，由于陋规数量悬殊，情节各异，实难一概而论。如

①《簷曝杂记》， 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

②嘉庆四年九月（公元 年）戊辰谕：“春间查办和珅一案，曾经绵恩查奏，

（两淮盐政）征瑞有馈送和珅银二十万两未经收受之事。⋯⋯现在征瑞前来行在，经朕

面询，据称此项银二十万两，因为和珅妻故致送，彼时和珅意存见少，欲令伊增至四

十万，是以未收。而从前实曾送过和珅银二十万 当经收受。（”《清仁宗实录》，卷五

一 ， 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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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通问，固王法所不禁的人情，但由此很容易流为昏夜苞苴之

弊，且“水礼”之类数额多少虽为法所禁，亦难划定严格界限。咸

丰年间署甘肃藩司张集馨赴任途经保定，前往拜谒直隶总督桂良，

“馈送土宜八色”，收进五样“：貂尾褂筒一件，大铁箱鼻烟二大捺，

本色貂帽沿二副，衣料四套，平金 。这些礼物价值佩件一大匣”

不赀，且都称不上什么“土宜”。再有，相当多的陋规为地方官办

理公事所资，只要不横征暴敛，百姓还能忍受。康熙年间，耗羡

是最大一项陋规，然操守清廉如陆陇其知嘉定县时，每两地丁仍

。因此，当时舆论对有节制的“收耗羡银四分” 陋规多持宽容的态

度。章学诚说“：相沿陋规，如加一二之平余斛面，以及杂税盈余，

盐当节规，⋯⋯民间相安已久，亦不复觉其为陋规矣。” 张集馨

甚至说，有的陋规若加禁革，“州县不遵，百姓亦不遵，其取辱也

宜矣” 。总之，当吏治相对清明时，地方官吏借陋规以补廉俸之

不敷，陋规虽无所不在，尚不致造成社会公害。

然而，乾隆中期以后，陋规已成泛滥成灾之势。尹壮图在嘉

庆帝亲政后疏陈时弊折中将这一变化讲得十分清楚：“乾隆三十年

以前，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，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。第觉彼

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，闾阎咸享乐利之福，良由风气淳朴，州县

于廉俸之外，各有陋规，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。近年以来，风气

日趋浮华，人心习为作诈。属员以夤缘为能，上司以逢迎为喜，踵

事增华，夸多斗靡，百弊丛生，科敛竟溢于陋规之外。上下通同

一气，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为护身之符。” 章学诚则把溢于陋规

之外的科敛指为吏治的“极弊”，具体有“漕规之斗斛倍蓰，丁粮

①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 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

②《清经世文编》，上册， 页，钱陈群：《条陈耗羡疏》。

③《章学诚遗书》， 页。

④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 页。

⑤《竹叶亭杂记》， 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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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银钱倍折，采买之短价抑勒，公事之借端横敛 ，，印官上任 书

役馈送辄数万金，督抚过境，州县迎送必 日朘月削，数千金，此皆

闾阎不可旦夕安者”
。

地丁、关、盐、漕是为国家财赋之所出，亦官吏营私舞弊的

利薮，历来陋例丛生，厉禁不绝，主要在地丁、关、盐、漕。洪

亮吉说“钱粮漕米，前数年尚不过加倍，近则加倍不止”，与章学

丁　粮 之银钱倍折”吻合。以漕规为例，诚所言“ 嘉庆初查明山东

“漕帮旗丁经费陋规”清单，“内开该帮漕船三十九只，得过各州

县帮贴陋规银五千余两” 。通漕计算，各省漕船“原数万四百五

十五号” ，每年旗丁所得州县帮贴漕规总数在百万两以上。而有

漕州县以帮贴旗丁为名，加征“耗赠”，贪污中饱，又当比百万两

加倍，或加倍不止。陆世仪说，“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，而江南

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，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，而一千万石常供

官、旗及诸色之蠹恶” ，漕规数额之巨可以概见。再看盐务陋规，

两淮盐政衙门“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，又幕友束修、笔墨

纸张一切杂费银七十两，每日供应银一百二十两”，一年竟达四万

三千余两之多，这里面有的开销名目还可以理解，但数目如此之

巨显然意在言外，连乾隆帝也说宫中每年膳房通计不过三万余两，

户部尚书每年饭食银两不过五千余两，两淮盐政不过微末司员，竟

至于此 ！其实各省盐商供应盐官办公费之类的陋规不过区区小

数。各省督、抚等大员无不收受盐务陋规，历任闽浙总督俱收盐

年）起，店总商规礼，“自乾隆四十四年（公元 杨景素收过

银二万两，富勒浑三任共收过银五万五千两，陈辉祖收过银二万

①《章学诚遗 页。书》，

②《 页。清仁宗实录》 卷五六，

③《大清 页。会典事例》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，卷

④《 页。清经世文编》，中册，

参见《清高宗实录》，卷一四五八，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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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，雅德两任收过银四万五千两，伍拉纳任内共收过银十五万

两” 。各地盐商还有帮贴大吏进贡的所谓“贴补公费”，乾隆四十

九年（公元 年）查办广东盐务陋规案，历任两广总督“俱用

银自三万余两，至五六万不等，而杨景素在任未及一年，竟倍用
，至六万余两之多 。对盐商说来，每年公摊几万至几十万两银子

供应其主管上司盐政、盐运使，供应所在地的父母官，都垂手可

办，不在话下，真正成为不堪重负的特大陋规则是帮贴办差，特

别是南巡大差，长芦、两淮、浙江三地盐商动辄要拿出百数十万

两，以至数百万两白银，这在下文谈到两淮提引案时还要述及。海

关及内地各关陋规之多之重，较之地丁、盐、漕有过之而无不及，

冯桂芬痛切地说“：关无善政”“，浮费之多，莫甚于关”“，大抵田

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，而国之所入者一；关税之数，民之所出
，者十，而国之所 。这虽指道咸年间而言，但乾隆季年大入者一

势已成。

地丁、盐、关、漕诸陋规外，乾隆中期以后，各衙门陋规多

如牛毛，不暇细数。乾隆五十三年 年）查办台湾海口（公元

陋规案，鹿耳门海口文武两税馆每年约收“番银”五万余圆，总

兵分三至四千圆，副将分二千余圆；鹿仔鹿“陋规与鹿耳门无

异”，同知约得一万余圆，守备六千余圆，至淡水、八里坌海口亦

有陋规④。再看钦差、督抚过境的站规，乾隆五十一年（公元

年）两广总督富勒浑婪赃案查出其家人李世荣随主子自闽入粤，沿

途需索州县站规，仅福清知县郭廷魁即被勒索“花银”一千二百

零五圆；自京回闽，仅浦城知县钮琨即被索去“花银”五百一十

①《史料旬刊》， 册，地

页《清高宗实录》，卷一二 。

③《校邠庐抗议》，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 页，台湾文海出版

社。

④参见《宫中档乾隆朝 页奏折》， 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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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圆 。总督入境，州县站规竟达银千数百两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

事。台湾海口陋规和富勒浑家人需索站规，从一个细小的方面反

映出陋规的普遍性和严重性。

可以这样说，乾隆中期以后文武官员（武职官员乾隆四十六

年即公元 年起名粮虚额归入养廉）每年收入主要不靠朝廷给

的廉俸，而改为仰给于各种名目的陋规。所以汪辉祖说：“俗所指

美缺，大率陋规较多之地，岁例所入，人人预筹 至于陋分润。

规收入较之廉俸多多少，那就要看缺之肥瘠和官员本人的道德良

心了。贪官墨吏如王亶望陋规所得可在廉俸的数十百倍，廉洁自

矢的清官取之有节，但恐怕亦非数倍十数倍则难以为继。这可举

稍后的张集馨为例，此人道光年间所任陕西督粮道，是有名的肥

缺，“京外谓是缺总有三四十万”，故有“粮道是财神庙主持”的

俏皮说法，张集馨自律较严，据称自己每年入项约六万余金 ；而

陕西粮道每年养廉不过二千四百两 ，张集馨每年陋规所得竟在

养廉银的二十倍以上。这大致能反映出乾隆中期以后陋规泛滥，以

致法所不禁、人咸宽容的非正常的状况。

总而言之，乾隆中期以后，特别是乾隆帝当政的最后二十年

间，历来的侵贪痼弊确实呈现出了前所未见，或前所罕见的诸多

特殊的、引人注目的新现象。在即将揭开十九世纪序幕、中国正

由传统社会蹒跚地迈向近代的历史背景下，这至关重要的变化的

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下面先从法制方面加以论析。

页；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 ，

《清经世文编》，上册， 论用财》

参见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

《大 会典事例》 六

参见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六》 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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